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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东北振兴战略作为中国区域协调发展总体战略的重要组成部

分， 对其实施效果的评价， 不仅有助于客观认识其本身的实施成效， 还有助

于新一轮东北振兴战略和其他区域协调发展战略的有效实施。 作者在１９９４ ～
２０１５ 年中国 ２０２ 个地级市面板数据的基础上， 采用双重差分倾向得分匹配

法评估了东北振兴战略在促进经济结构调整方面的效应。 研究发现， 东北振

兴战略既没有明显促进东北地区产业结构优化， 也没有明显提高产业集聚水

平。 新一轮东北振兴战略， 应注重区域政策设计的长期结构调整导向， 改进

区域政策设计的援助方式， 提高区域政策执行的到位性和协同性， 完善区域

政策执行的体制和制度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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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引言

改革开放前， 东北地区凭借丰富的自然资源和雄厚的工业基础， 成为中国经济发

展的重要工业基地。 但改革开放以来， 东南沿海地区得到了快速发展， 东北地区不仅

被逐渐超越， 其自身发展也陷入困境。 针对东北地区经济发展面临的困境， ２００３ 年

１０ 月， 中共中央、 国务院发布了 《关于实施东北地区等老工业基地振兴战略的若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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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见》， 明确提出了东北振兴战略。 在东北振兴战略及相关政策实施后， 东北地区的

经济社会发展取得了一定成效， 但是 ２０１４ 年以来东北地区的经济增速出现了明显的

下降， 在全国经济增速排名中显著靠后， 陷入了新的困境 （魏后凯， ２０１７）。 ２０１６
年， 国务院进一步出台了 《关于深入推进实施新一轮东北振兴战略加快推动东北地

区经济企稳向好若干重要举措的意见》， 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制定了 《东北振兴

“十三五” 规划》， 试图通过继续实施新一轮东北振兴战略， 采取更加有力的政策措

施来稳定东北地区的发展， 实现东北的真正振兴。
回顾东北振兴战略的实施历程及实施成效， 摆在政策研究者面前最大的疑惑是：

２００３ 年以来实施的东北振兴战略是否真正促进了东北地区发展， 该如何客观地评价

这一战略的效应？ 如果这一战略的实施效果不明显， 其原因是战略本身制定和实施存

在问题， 还是存在其他外部因素， 抑或二者都有？ 进一步， 在新一轮东北振兴战略实

施过程中， 该如何吸取上一轮东北振兴战略的经验教训， 完善振兴战略及其政策组

合， 以更加有效地实施和管理新一轮东北振兴战略， 推动东北地区走出困境， 实现真

正振兴？
针对东北振兴战略及其政策效应， 学者们使用不同方法对其进行了广泛的评价

（魏后 凯， ２００８； 盛 广 耀， ２０１３； 洪 俊 杰 等， ２０１４； 和 军， ２０１６； 苏 明 政 等，
２０１７）。 但已有研究也存在一些问题： 一方面， 已有研究较少从结构角度对东北振

兴战略及其政策效应进行评价， 而且对东北振兴战略在促进地区经济增长和经济结

构调整方面的作用并未达成一致认识， 东北振兴战略及相关政策的绩效究竟如何仍

存在诸多争议； 另一方面， 在评价方法上， 既有研究往往通过直接对比东北振兴战

略实施前后的地区经济绩效做出判断 （魏后凯， ２００８、 ２０１７）。 从科学评价的角度

来看， 这些研究均不能准确识别出东北振兴战略的政策 “净效应”。 尽管一些学者

试图运用双重差分法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ｃｅ ｉｎ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ｃｅ， ＤＩＤ） 评价东北振兴战略及相关政策

的 “净效应” （洪俊杰等， ２０１４； 苏明政等， ２０１７）， 但在方法的运用方面仍然存

在适用条件、 样本选择、 变量设定、 稳健性检验等问题， 导致研究结论有可能并不

稳健。 此外， 既有研究在进行区域政策评价时， 选择的样本时间段往往较短， 适用

于评价短期经济增长效应， 但难以客观评价东北振兴战略及其政策的长期结构

效应。
基于此， 本文运用中国 １９９４ ～ ２０１５ 年地级市面板数据， 试图从长期结构变化视

角并利用双重差分倾向得分匹配法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ｃｅ ｉｎ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ｃｅ⁃Ｐｒｏｐｅｎｓｉｔｙ Ｓｃｏｒｅ Ｍａｔｃｈｉｎｇ，
ＰＳＭ⁃ＤＩＤ） 对东北振兴战略的政策实施效果进行评价。 研究结果表明， 东北振兴战略

并没有显著地优化东北地区的产业结构， 也没有提高产业集聚水平和改善空间结构。
本文的边际贡献在于： （１） 首次从产业结构和空间结构双重视角并使用地级市面板

数据对东北振兴战略的实施效果进行评价； （２） 运用 ＰＳＭ⁃ＤＩＤ 方法进行政策效果评

估， 特别是对 ＰＳＭ⁃ＤＩＤ 方法的适用条件进行了充分的前置性验证， 使得评估方法的

运用更加科学合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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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文献综述

从理论角度来看， 区域政策制定的导向存在较大争论， 形成了空间中性型区域政

策和空间导向型区域政策两种截然不同的理论主张 （Ｇｌａｅｓｅｒ ａｎｄ Ｇｏｔｔｌｉｅｂ， ２００８；
Ｋｌｉｎｅ， ２０１０； Ｋｌｉｎｅ ａｎｄ Ｍｏｒｅｔｔｉ， ２０１３、 ２０１４）。 由于空间导向型区域政策在实践中的

普遍性， 大量文献对各国实施的空间导向型区域政策的效应进行了验证和评价， 主要

采用 ＤＩＤ 方法或 ＰＳＭ⁃ＤＩＤ 方法就实施的区域政策对特定区域的产业集聚、 经济增长

以及就业和收入等方面的影响进行评价 （ Ｂｕｓｓｏ ｅｔ ａｌ􀆰 ， ２０１３； Ｐａｒｔｒｉｄｇｅ ａｎｄ Ｂｅｔｚ，
２０１３； Ｋｌｉｎｅ ａｎｄ Ｍｏｒｅｔｔｉ， ２０１４； Ｒｅｙｎｏｌｄｓ ａｎｄ Ｒｏｈｌｉｎ， ２０１４）。 对于中国的空间导向型

区域政策实践， 也有许多文献对包括东北振兴战略、 西部大开发战略、 国家高新技术

产业园区、 经济特区等在内的区域政策效应进行了评价 （魏后凯， ２００８； 刘生龙等，
２００９； Ｗａｎｇ， ２０１３； 洪俊杰等， ２０１４； 刘瑞明、 赵仁杰， ２０１５ａ、 ２０１５ｂ）。

针对东北振兴战略及其政策效应， 魏后凯 （２００８） 通过比较分析东北振兴战

略及其政策实施前后主要经济指标的变化情况， 认为东北振兴战略开局良好且取得

了一定成效， 但存在国有企业改革和对外开放缓慢、 政策尚未彻底落实、 政策过于

泛化等一系列问题。 盛广耀 （２０１３） 通过纵向比较东北地区经济指标在振兴战略

实施前后的变化和横向比较振兴战略实施后东北地区与东、 中、 西部地区之间的经

济指标差异， 认为东北振兴战略尽管取得了一系列成效， 但是仍然面临着第三产业

发展不足、 工业结构核心竞争力不强、 国有企业体制机制不健全等突出问题， 未来

振兴战略需要突出经济结构调整。 和军 （２０１６） 横向比较了东北地区与其他三大

区域以及全国的相关经济指标， 发现东北振兴战略实施后， 东北地区在粮食综合生

产能力、 耕地面积以及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等方面取得了成效， 但在经济增

长、 第三产业发展、 产业结构转型升级等方面相对滞后。 尽管指出了东北振兴战略

存在的一些问题， 但上述文献更多的是通过统计分析直接比较东北地区在振兴战略

实施前后的经济变化或横向比较东北地区与全国其他地区之间的经济差异来进行评

价。 从科学评价的角度看， 这些研究均不足以准确识别出东北振兴战略及其政策的

“净效应”。
在此基础上， 一些研究开始使用政策评价中常用的 ＤＩＤ 方法对东北振兴战略及

相关政策的实施效果进行评估。 洪俊杰等 （２０１４） 在 １９９８ ～ ２００７ 年中国工业企业数

据的基础上， 利用 ＤＩＤ 方法考察了区域振兴战略对中国工业空间结构变动的影响，
认为东北振兴战略并没有促进产业向东北地区集聚和转移， 而其他区域振兴战略则取

得了一定效果。 聂辉华等 （２００９） 就东北地区增值税转型政策对企业行为和绩效的

影响进行了研究， 并讨论了企业行为对产业结构优化和就业形势的影响， 认为增值税

转型显著地促进了企业对固定资产的投资， 提高了企业的资本劳动比和生产率； 但企

业效率的提高主要是通过用资本替代劳动的方式， 而不是通过自主技术创新的方式；
９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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增值税转型还显著地减少了就业。 刘璟和袁诚 （２０１２） 的研究发现， 东北地区的增

值税改革显著提高了试点企业劳动力的雇用， 企业并没有出现增加固定资产而减少劳

动力的情况， 而是同时增加了固定资产和劳动力。 上述研究利用微观数据并使用 ＤＩＤ
方法对东北振兴战略及相关政策的效应进行了创新性研究， 但是样本的时间段非常

短， 难以客观评价区域政策对空间结构的影响。 原因在于， 企业和产业迁移以及工业

空间结构的调整非常缓慢， 在政策实施后极短的时期内， 其结构调整效应很难充分显

现， 区域政策结构效应的观察和评价需要在政策实施后较长时期内才能得到客观有效

的评价。 特别是东北振兴战略的相关政策和投资项目更多属于长期投资， 其效应

（尤其是间接效应） 的发挥需要较长时间来逐步显现。 在这些研究的基础上， 苏明政

等 （２０１７） 采用 ＰＳＭ⁃ＤＩＤ 方法对东北振兴战略的短期效应和长期效应进行检验， 发

现东北振兴战略在短期内显著促进了经济总量的增加， 但是并没有显著提高东北地区

的全要素生产率， 也没有促进东北地区产业结构转型。 但该研究在样本选择、 方法运

用等方面存在一定的不足。 例如， １９９４ ～ ２０１５ 年所选样本城市中部分城市数据缺失，
而且在此期间发生了行政区划调整， 使得所选样本城市并不符合分析要求。 同时， 论

文对倾向得分匹配过程、 共同支撑检验交代不足。
尽管已有一些研究对东北振兴战略及相关政策的效应进行了评价， 但目前仍存在

一些问题： （１） 较少从经济结构 （包括产业结构和空间结构） 视角评价东北振兴战

略的政策效应； （２） 政策效应评价的样本时间段较短， 难以客观评价东北振兴战略

的实际效应； （３） 双重差分方法运用及稳健性检验尚存在一定的问题。 因此， 本文

试图在中国 １９９４ ～ ２０１５ 年地级市面板数据的基础上， 基于产业结构和空间结构双重

视角， 运用 ＰＳＭ⁃ＤＩＤ 方法对 ２００３ 年以来东北振兴战略政策实施的长期效果进行

评价。

三、 估计方法、 数据来源与变量选择

（一） 估计方法

１􀆰 双重差分法

双重差分法是目前政策评估普遍采用的一种方法。 该方法将样本分为处理组和控

制组， 并将控制组的结果作为处理组的反事实结果， 即以控制组的结果替代处理组在

未受政策影响状态下的结果， 进而通过计算处理组与控制组的结果之差得到政策效

应。 双重差分法的最大优势是可以利用面板数据来控制不可观测变量的影响， 尤其是

可以控制随时间不变和随时间同步变化因素的影响 （万海远、 李实， ２０１３）。 本文的

处理组为东北地区地级市， 控制组为非东北地区地级市， 将非东北地区地级市的结果

作为东北地区地级市的反事实结果， 然后计算东北地区地级市的事实结果与反事实结

果之差， 进而得到东北振兴战略的政策效应， 即平均处理效应 （Ａｖｅｒａｇｅ Ｔｒｅａｔｍｅｎｔ
Ｅｆｆｅｃｔ ｏｎ ｔｈｅ Ｔｒｅａｔｅｄ， ＡＴＴ）。 计算公式如下：

０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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ＡＴＴＤＩＤ ＝ Ｅ（ＹＴ
ｔ１ － ＹＴ

ｔ０ ｜ Ｄ ＝ １） － Ｅ（ＹＣ
ｔ１ － ＹＣ

ｔ０ ｜ Ｄ ＝ ０） （１）

其中， Ｅ 为期望算子； Ｄ 为政策参与的虚拟变量， 处理组赋值为 １， 控制组赋值

为 ０； Ｔ、 Ｃ 分别表示处理组和控制组； ｔ０、 ｔ１ 分别为政策发生前的时点和政策发生后

的时点； Ｙｔ０、 Ｙｔ１分别表示政策发生前和政策发生后的结果变量 （即经济结构）。 上式

右边两项分别为处理组和控制组自身的差分， 可以消除两组样本自身的变化趋势， 两

组样本自身差分的差分就是东北振兴战略对经济结构的政策效应。
２􀆰 倾向得分匹配法

双重差分法必须满足严格的前提条件， 一是样本选择的随机性假设， 二是共同趋

势假设。 然而东北振兴战略的实施是为了缩小东北地区与全国其他地区之间的差距、
促进区域协调发展， 显然并非随机选取。 并且四大经济板块的地级市具有不同的经济

特征， 也不能满足共同趋势假设。 因此， 简单地把非东北地区地级市的结果作为东北

地区地级市的反事实结果会出现样本选择偏差问题， 需要在做双重差分之前选取与东

北地区地级市经济特征相似的样本作为控制组。
Ｒｏｓｅｎｂａｕｍ 和 Ｒｕｂｉｎ （１９８３） 提出的倾向得分匹配法 （Ｐｒｏｐｅｎｓｉｔｙ Ｓｃｏｒｅ Ｍａｔｃｈｉｎｇ，

ＰＳＭ） 可以根据可观测变量克服上述问题。 具体计算步骤如下。
（１） 基于给定的协变量 （可观测变量） 估算出每个地级市实施振兴战略的预测

概率， 即倾向得分 Ｐ （Ｘ ｉ）。 本文运用 Ｌｏｇｉｔ 模型估计倾向得分， 该模型的因变量是二

元虚拟变量， 处理组赋值为 １， 控制组赋值为 ０， 协变量为评价处理组和控制组经济

特征相似度的若干经济社会指标， 根据协变量依次计算出每个地级市实施振兴战略的

概率。 计算公式如下：

Ｐ（Ｘｉ） ＝ Ｐｒ（Ｄｉ ＝ １ ｜ Ｘｉ） ＝ Ｆ［ｇ（Ｘｉ）］ （２）

其中， Ｘ ｉ 为第 ｉ 个城市的协变量； Ｄｉ 为处理组虚拟变量； ｇ （·） 为线性函数；
Ｆ （·） 为 Ｌｏｇｉｔ 函数。

（２） 根据估算出的倾向得分将实施振兴战略的东北地区地级市 （处理组） 与非

东北地区地级市 （控制组） 在共同支撑域内进行匹配， 以匹配成功后 （即经济特征

最为相似） 的非东北地区地级市作为东北地区地级市的反事实结果。 匹配后样本满

足条件独立分布假设， 即给定匹配后的地级市， 振兴战略实施地区的选取是随机的，
则平均处理效应为：

ＡＴＴＰＳＭ ＝ ＥＰ（Ｘ） ｜ Ｄ ＝ １｛Ｅ［ＹＴ ｜ Ｄ ＝ １，Ｐ（Ｘ）］ － Ｅ［ＹＣ ｜ Ｄ ＝ ０，Ｐ（Ｘ）］｝ （３）

其中， Ｘ 为协变量， 表示影响振兴战略实施地区选取的一组变量； Ｐ （Ｘ） 为根

据协变量估算出的地级市实施振兴战略的概率， 即倾向得分； ＹＴ、 ＹＣ 分别为处理组

和控制组的结果变量即经济结构。
３􀆰 双重差分倾向得分匹配法

尽管倾向得分匹配法可以克服可观测变量的样本选择偏差问题， 但是这一方法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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存在一个很大的问题。 它假定政策实施地区的选取完全取决于可观测变量， 不可观测

变量则不会对政策实施地区的选取产生任何影响。 也就是说， 该方法并不能纠正不可

观测变量对政策实施地区选取的影响。 因此， Ｄｅｈｅｊｉａ （２００５） 指出简单地利用倾向

得分匹配法估计出的平均处理效应仍然是有偏的。 而由双重差分法的介绍可知， 双重

差分法可以克服不可观测变量的影响， 正好弥补倾向得分匹配法在这一方面的不足。
为此， Ｈｅｃｋｍａｎ 等 （１９９７、 １９９８） 提出了双重差分倾向得分匹配法， 可以充分利用

双重差分法和倾向得分匹配法的各自优点， 同时克服不可观测变量和可观测变量对样

本选择的影响。
因此， 本文以地级市面板数据为基础， 采用 ＰＳＭ⁃ＤＩＤ 方法， 同时控制不可观测

变量和可观测变量对振兴战略实施地区选取的影响， 有效地解决样本选择偏差问题，
从而得到东北振兴战略对经济结构的平均处理效应：

ＡＴＴＰＳＭ⁃ＤＩＤ ＝ Ｅ［ＹＴ
ｔ１ － ＹＴ

ｔ０ ｜ Ｘｔ０，Ｄ ＝ １］ － Ｅ［ＹＣ
ｔ１ － ＹＣ

ｔ０ ｜ Ｘｔ０，Ｄ ＝ ０］ （４）

其中， Ｘ ｔ０为协变量， 表示政策发生前影响振兴战略实施地区选取的一组变量，
之所以采用政策发生前的时点值是为了保证这些变量不受振兴战略的影响， 同时， 这

些协变量不仅影响地级市是否被选取为振兴战略实施地区， 还影响地区的经济结构；
其他变量与上文相同， 式 （４） 为估计东北振兴战略对地区经济结构影响的基准

模型。
（二） 数据来源及处理

本文采用的数据是 １９９４ ～ ２０１５ 年中国 ２０２ 个地级市的面板数据，① 数据来源于历

年 《中国城市统计年鉴》 和 《中国统计年鉴》。 之所以以 １９９４ 年为起始年， 一是数

据的可获得性， １９９４ 年之前的 《中国城市统计年鉴》 数据指标缺失太多； 二是分税

制是从 １９９４ 年开始实行的， 分税制改革对中国区域经济发展具有重大影响， 这样处

理可以减少因分税制改革而导致的估计误差。
本文对原始样本做了如下处理： 首先， 由于西藏自治区的样本数据缺失严重， 所

以本文剔除了该地区的全部样本； 其次， 由于研究时段内部分城市行政区划有所调

整， 为保证数据的连续性， 本文以 １９９４ 年的 ２０２ 个地级市为基准， 剔除了 １９９４ 年之

后撤销的 ２ 个地级市和陆续增加的 ８２ 个地级市。 此外， 考虑到东北振兴战略不仅作

用于市辖区的经济结构， 还对全市的经济结构调整产生影响， 因此具体指标选择全市

（含所辖县） 的统计口径。 经过上述处理， 本文最终使用的是 ２０２ 个地级市 １９９４ ～
２０１５ 年的平衡面板数据， 其中 ３３ 个东北地区地级市属于处理组 （２００３ 年开始实施东

北振兴战略）， １６９ 个非东北地区地级市为控制组。
（三） 变量选择

经济结构通常可以从产业结构和空间结构两个维度来观察。 因此， 本文选择产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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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构和空间结构 （产业集聚） 作为被解释变量， 分别以 ｉｎｄｕｓｔｒｙｓｔｒｕｃ 和 ａｇｇｌｏ 表示。
根据已有文献的普遍做法， 产业结构以第三产业产值与第二产业产值之比来表征

（干春晖等， ２０１１； 原毅军、 谢荣辉， ２０１４）； 产业集聚以每一百平方公里的第二产

业产值和第三产业产值之和来表征。 核心虚拟变量为实验组虚拟变量 （ｎｏｒｔｈｅａｓｔ） 和

实验期虚拟变量 （ ｔ）。 其中， 对于实验组虚拟变量， 东北三省 （辽宁省、 吉林省、
黑龙江省） 的地级市赋值为 １， 其他地区地级市赋值为 ０； 对于实验期虚拟变量，
２００３ 年及之后赋值为 １， 否则为 ０。

ＰＳＭ⁃ＤＩＤ 方法能够有效解决选择偏差问题的关键在于设定科学合理的倾向得分

匹配模型， 进而得到匹配质量较高的处理组和控制组。 为了提高匹配质量， 本文在选

取倾向得分匹配模型的协变量时， 尽可能地将影响振兴战略实施地区选取的因素考虑

进来。 一般来说， 振兴战略是针对经济发展水平相对落后的地区， 所以某一地区的经

济发展水平是影响其是否被选取为振兴战略实施地区的重要因素。 本文采用人均实际

ＧＤＰ 来度量各地级市的经济发展水平。 由于缺少各地级市的 ＧＤＰ 指数， 本文参考已

有文献的普遍做法， 根据相应省份以上一年为基期的 ＧＤＰ 指数计算出各地级市的实

际 ＧＤＰ， 然后除以当年年末总人口得到各地级市的人均实际 ＧＤＰ （刘瑞明、 赵仁杰，
２０１５ｂ； 董艳梅、 朱英明， ２０１６）。 此外， 政府支出规模、 外商直接投资水平、 固定资产

投资水平、 人力资本、 基础设施 （本文具体用每万人拥有的公共汽车和人均道路面积

来表示）、 市场规模、 交通运输成本等经济社会指标也是政策制定者决定是否选取某一

地区为振兴战略实施地区的考虑因素。 各变量的具体计算方法如表 １ 所示。

表 １　 主要变量及其计算方法

变量名称 变量含义 计算方法

ｉｎｄｕｓｔｒｙｓｔｒｕｃ 产业结构 第三产业产值 ／ 第二产业产值

ａｇｇｌｏ 产业集聚 （第二产业产值 ＋ 第三产业产值） ／ 土地面积 ／ １００

ｎｏｒｔｈｅａｓｔ 实施东北振兴战略的地区 实验组虚拟变量（０，１）

ｔ 实施东北振兴战略的时间 实验期虚拟变量（０，１）

ｌｎｐｅｒｇｄｐ 经济发展水平 对地区人均实际 ＧＤＰ 取对数

ｇｏｖ 政府支出规模 （政府财政预算内支出 ／ 地区 ＧＤＰ） × １００

ｆｄｉ 外商直接投资水平 （实际利用外商直接投资额 ／ 地区 ＧＤＰ） × １００

ｆａｒ 固定资产投资水平 （当年固定资产投资额 ／ 地区 ＧＤＰ） × １００

ｅｄｕ 人力资本 普通高等学校在校人数 ／ 地区总人口 × １０００

ｂｕｓ 每万人拥有的公共汽车 地区公共汽车数量 ／ 地区总人口 × １００００

ｐｅｒｒｏａｄ 人均道路面积 地区道路面积 ／ 地区总人口

ｍａｒｋｅｔｓｉｚｅ 市场规模 地区人均实际 ＧＤＰ ／ 全国人均实际 ＧＤＰ

ｔｒａｎｓｐｏｒｔ 运输成本 地区货运总量 ／ １００

　 　 注： 实际利用外商直接投资额根据当年汇率折算为人民币价值。
资料来源： 作者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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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述协变量不仅影响地级市是否被选取为振兴战略实施地区， 无疑也会影响地级

市的结果变量 （即经济结构）。 Ｃａｌｉｅｎｄｏ 和 Ｋｏｐｅｉｎｉｇ （２００８） 强调， 只有同时影响结

果变量和政策实施概率的变量才应该纳入倾向得分匹配模型， 本文的变量选择符合这

一要求。 各变量的描述性统计见表 ２。

表 ２　 主要变量的描述性统计

变量名称 样本观测个数 均值 标准差 最小值 最大值

ｉｎｄｕｓｔｒｙｓｔｒｕｃ ４４４４ ０􀆰 ７９９０ ０􀆰 ３６２２ ０􀆰 ０９４３ ３􀆰 ９３９８

ａｇｇｌｏ ４４４４ １３􀆰 ３２８６ ３５􀆰 ８３７０ ０􀆰 ０３９５ ８７６􀆰 １０７３

ｎｏｒｔｈｅａｓｔ ４４４４ ０􀆰 １６３４ ０􀆰 ３６９７ ０􀆰 ００００ １􀆰 ００００

ｔ ４４４４ ０􀆰 ５９０９ ０􀆰 ４９１２ ０􀆰 ００００ １􀆰 ００００

ｌｎｐｅｒｇｄｐ ４４４４ ９􀆰 ３３４２ ０􀆰 ８８２７ ６􀆰 ０１９３ １１􀆰 ８８３５

ｇｏｖ ４４４４ ９􀆰 ９６０３ ４０􀆰 ９４１８ ０􀆰 ００００ ２６９５􀆰 ４０１０

ｆｄｉ ４４４４ ３􀆰 １００４ ５􀆰 ０２９０ ０􀆰 ００００ ６９􀆰 ２７３３

ｆａｒ ４４４４ ４４􀆰 ６０３２ ２８􀆰 ００７１ ０􀆰 ００００ ５９１􀆰 ８６３８

ｅｄｕ ４４４４ １２􀆰 ５７６８ １９􀆰 ６９２３ ０􀆰 ００００ １２９􀆰 ３６８７

ｐｅｒｒｏａｄ ４４４４ ８􀆰 ７５１６ ８􀆰 ７８７３ ０􀆰 ００００ ４１９􀆰 １０００

ｂｕｓ ４４４４ ７􀆰 ０１１２ ７􀆰 ０２９７ ０􀆰 ００００ １１５􀆰 ００００

ｍａｒｋｅｔｓｉｚｅ ４４４４ １􀆰 ３８６１ １􀆰 １３５０ ０􀆰 ０８６３ １４􀆰 ７８９０

ｔｒａｎｓｐｏｒｔ ４４４４ ７９􀆰 ４８７７ ８９􀆰 ５６９３ １􀆰 ６８００ ２７２４􀆰 ２３００

　 　 资料来源： 作者根据 Ｓｔａｔａ１４ 软件估计。

四、 实证结果及分析

本部分将利用 ＰＳＭ⁃ＤＩＤ 方法估计东北振兴战略对经济结构的平均处理效应， 具

体步骤如下： （１） 根据 Ｌｏｇｉｔ 模型计算出地级市实施振兴战略的预测概率， 并据此对

东北地区地级市和非东北地区地级市进行匹配； （２） 检验样本匹配质量， 包括平衡

性检验和共同支撑检验； （３） 估计东北振兴战略对经济结构的平均处理效应； （４）
进行稳健性检验。

（一） 倾向得分匹配

利用东北振兴战略实施之前的 １９９４ ～ ２００２ 年地级市面板数据， 构建如下政策实

施预测概率的 Ｌｏｇｉｔ 模型， 并据此进行倾向得分匹配。

ｌｏｇｉｔ（ ｔｒｅａｔｅｄｉｔ ＝ １） ＝ α０ ＋ α１Ｘｉｔ ＋ εｉｔ （５）

其中， ｔｒｅａｔｅｄｉｔ为振兴战略的政策虚拟变量， 若地级市在 ２００３ 年被确定为振兴战

略的实施地区， 则赋值为 １， 否则为 ０； Ｘ ｉｔ为协变量， 表示影响振兴战略实施地区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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取的一组变量。 以产业结构为结果变量进行估计时， 协变量包括经济发展水平、 政府

支出规模、 外商直接投资水平、 固定资产投资水平、 人力资本、 基础设施； 以空间结

构为结果变量进行估计时， 在以上协变量的基础上增加市场规模、 运输成本变量。
根据上述 Ｌｏｇｉｔ 模型得到回归结果， 如表 ３ 和表 ４ 所示。 从协变量系数的 ｐ 值可

以看出， 大多数协变量 （经济发展水平、 政府支出规模、 外商直接投资水平、 固定

资产投资水平、 人力资本、 基础设施） 对是否被确定为振兴战略实施地区具有显著

影响； 从 ｐｓｅｕｄｏ Ｒ２ 值可以看出模型具有较高的拟合度。 这样， 就可以得到地级市实

施振兴战略的预测概率， 并据此对处理组和控制组进行核匹配。

表 ３　 以产业结构为结果变量的协变量对战略实施地区选取的影响

协变量名称 系数 标准误 ｚ 值 Ｐ ＞ ｜ ｚ ｜

ｌｎｐｅｒｇｄｐ ０􀆰 ６９９７ ０􀆰 １６６９ ４􀆰 １９００ ０􀆰 ００００∗∗∗

ｇｏｖ ０􀆰 ３０８６ ０􀆰 ０３０７ １０􀆰 ０６００ ０􀆰 ００００∗∗∗

ｆｄｉ － ０􀆰 １７３６ ０􀆰 ０２７１ － ６􀆰 ４０００ ０􀆰 ００００∗∗∗

ｆａｒ － ０􀆰 ０３９７ ０􀆰 ００７６ － ５􀆰 ２０００ ０􀆰 ００００∗∗∗

ｅｄｕ － ０􀆰 ０４１４ ０􀆰 ０１３３ － ３􀆰 １０００ ０􀆰 ００２０∗∗∗

ｂｕｓ － ０􀆰 ０１４６ ０􀆰 ０１５４ － ０􀆰 ９４００ ０􀆰 ３４５０

ｐｅｒｒｏａｄ － ０􀆰 ０９４１ ０􀆰 ０３３７ － ２􀆰 ８０００ ０􀆰 ００５０∗∗∗

＿ｃｏｎｓ － ６􀆰 ９９９９ １􀆰 ３１６４ － ５􀆰 ３２００ ０􀆰 ００００∗∗∗

ｐｓｅｕｄｏ Ｒ２ ０􀆰 １３０８ 样本量 １８１８

　 　 注：∗∗∗、∗∗和∗分别表示在 １％ 、 ５％和 １０％的显著性水平上通过显著性检验。
资料来源： 作者根据 Ｓｔａｔａ１４ 软件估计。

表 ４　 以空间结构为结果变量的协变量对战略实施地区选取的影响

协变量名称 系数 标准误 ｚ 值 Ｐ ＞ ｜ ｚ ｜

ｌｎｐｅｒｇｄｐ ０􀆰 ８７０１ ０􀆰 ２２２２ ３􀆰 ９１００ ０􀆰 ００００∗∗∗

ｇｏｖ ０􀆰 ３１７１ ０􀆰 ０３１４ １０􀆰 １１００ ０􀆰 ００００∗∗∗

ｆｄｉ － ０􀆰 １６３８ ０􀆰 ０２８５ － ５􀆰 ７４００ ０􀆰 ００００∗∗∗

ｆａｒ － ０􀆰 ０３９７ ０􀆰 ００７７ － ５􀆰 １５００ ０􀆰 ００００∗∗∗

ｅｄｕ － ０􀆰 ０５０６ ０􀆰 ０１４５ － ３􀆰 ５０００ ０􀆰 ００００∗∗∗

ｂｕｓ － ０􀆰 ００６８ ０􀆰 ０１７４ － ０􀆰 ３９００ ０􀆰 ６９７０

ｐｅｒｒｏａｄ － ０􀆰 ０８８７ ０􀆰 ０３３８ － ２􀆰 ６２００ ０􀆰 ００９０∗∗∗

ｍａｒｋｅｔｓｉｚｅ － ０􀆰 １６５５ ０􀆰 １１８４ － １􀆰 ４０００ ０􀆰 １６２０

ｔｒａｎｓｐｏｒｔ ０􀆰 ００１７ ０􀆰 ００１７ １􀆰 ００００ ０􀆰 ３１８０

＿ｃｏｎｓ － ８􀆰 ４３６５ １􀆰 ７５３２ － ４􀆰 ８１００ ０􀆰 ００００∗∗∗

ｐｓｅｕｄｏ Ｒ２ ０􀆰 １３３１ 样本量 １８１８

　 　 注：∗∗∗、∗∗和∗分别表示在 １％ 、 ５％和 １０％的显著性水平上通过显著性检验。
资料来源： 作者根据 Ｓｔａｔａ１４ 软件估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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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样本匹配质量检验

１􀆰 平衡性检验

对处理组和控制组进行核匹配后， 需要进行平衡性检验以确保匹配结果较好地平

衡了数据， 克服了选择偏差问题。 平衡性条件要求协变量和倾向得分在处理组和控制

组之间不存在显著差异， 即匹配后的样本需要满足条件独立分布假设。 本文不仅根据

处理组与控制组之间的均值差异 ｔ 检验和匹配前后标准化偏差对单个协变量进行平衡

性检验， 也以匹配后样本重新估算的 Ｌｏｇｉｔ 倾向得分模型的 Ｒ２ 和解释变量联合显著性

检验 （ＬＲ 检验） 对整体平衡性进行了检验。
根据表 ５ 和表 ６ 可知， 分别以产业结构和空间结构为结果变量进行匹配后， 处理

组和控制组协变量的标准化偏差都小于 ７％ ， 符合匹配后两组协变量的标准化偏差不

超过 １０％的标准， 并且 ｔ 检验的结果都不拒绝处理组与控制组无系统差异的原假设，
这表明处理组和控制组之间不存在显著性差异， 满足单个协变量平衡性条件。 由匹配

后样本的倾向得分模型较小的 Ｒ２ 值 （模型 Ｒ２ 值越小， 表示协变量的联合显著性越

差， 匹配后的处理组和控制组之间的差异就越小， 匹配质量就越高） 和解释变量联

合显著性检验较大的 ｐ 值可知， 匹配后的协变量和倾向得分在处理组和控制组之间的

分布是一致的， 满足整体平衡性条件。

表 ５　 以产业结构为结果变量进行匹配

协变量名称 是否进行匹配 处理组 控制组 偏差（％ ） ｔ 值 Ｐ ＞ ｜ ｔ ｜

ｌｎｐｅｒｇｄｐ
匹配前

匹配后

８􀆰 ６７０５
８􀆰 ６７３１

８􀆰 ６７５０
８􀆰 ６５４７

－ ０􀆰 ８０００
３􀆰 ２０００

－ ０􀆰 １１００
０􀆰 ４０００

０􀆰 ９１２０
０􀆰 ６８９０

ｇｏｖ
匹配前

匹配后

５􀆰 ２９８２
５􀆰 ０２５８

３􀆰 ８８５１
４􀆰 ８４８９

５３􀆰 ００００
６􀆰 ６０００

８􀆰 ５９００
０􀆰 ８５００

０􀆰 ００００∗∗∗

０􀆰 ３９７０

ｆｄｉ
匹配前

匹配后

１􀆰 ８４０２
１􀆰 ８５４５

４􀆰 ３８４６
１􀆰 ７３２２

－ ４５􀆰 ６０００
２􀆰 ２０００

－ ５􀆰 ８１００
０􀆰 ５７００

０􀆰 ００００∗∗∗

０􀆰 ５６６０

ｆａｒ
匹配前

匹配后

２２􀆰 ３９００
２２􀆰 １１２０

２３􀆰 ４５１０
２２􀆰 ０９２０

－ ９􀆰 ３０００
０􀆰 ２０００

－ １􀆰 ２６００
０􀆰 ０２００

０􀆰 ２０８０
０􀆰 ９８００

ｅｄｕ
匹配前

匹配后

３􀆰 ６５８０
３􀆰 ６２７６

４􀆰 ４１４３
３􀆰 ５８３９

－ １２􀆰 ６０００
０􀆰 ７０００

－ １􀆰 ８０００
０􀆰 １０００

０􀆰 ０７１０∗

０􀆰 ９２００

ｂｕｓ
匹配前

匹配后

４􀆰 ９３８１
４􀆰 ９６６６

５􀆰 ２９９９
４􀆰 ８５５７

－ ７􀆰 ７０００
２􀆰 ４０００

－ １􀆰 ０１００
０􀆰 ３０００

０􀆰 ３１１０
０􀆰 ７６３０

ｐｅｒｒｏａｄ
匹配前

匹配后

４􀆰 ６２５５
４􀆰 ６５２０

５􀆰 ７４６１
４􀆰 ６１５９

－ １３􀆰 ６０００
０􀆰 ４０００

－ １􀆰 ７０００
０􀆰 １７００

０􀆰 ０９００∗

０􀆰 ９６７０

联合检验 ｐｓｅｕｄｏ Ｒ２ ＬＲ ｃｈｉ２ ｐ ＞ ｃｈｉ２

匹配前 ０􀆰 １３４０ ２１７􀆰 １７００ ０􀆰 ００００

匹配后 ０􀆰 ００１０ １􀆰 １２００ ０􀆰 ９９３０

　 　 注：∗∗∗、∗∗和∗分别表示在 １％ 、 ５％和 １０％的显著性水平上通过显著性检验。
资料来源： 作者根据 Ｓｔａｔａ１４ 软件估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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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６　 以产业集聚为结果变量进行匹配

协变量名称 是否进行匹配 处理组 控制组 偏差（％ ） ｔ 值 Ｐ ＞ ｜ ｔ ｜

ｌｎｐｅｒｇｄｐ
匹配前

匹配后

８􀆰 ６７０５
８􀆰 ６７０７

８􀆰 ６７５０
８􀆰 ６５４８

－ ０􀆰 ８０００
２􀆰 ７０００

－ ０􀆰 １１００
０􀆰 ３５００

０􀆰 ９１２０
０􀆰 ７２３０

ｇｏｖ
匹配前

匹配后

５􀆰 ２９８２
５􀆰 ００７６

３􀆰 ８８５１
４􀆰 ８３２１

５３􀆰 ００００
６􀆰 ６０００

８􀆰 ５９００
０􀆰 ８５００

０􀆰 ００００∗∗∗

０􀆰 ３９３０

ｆｄｉ 匹配前
１􀆰 ８４０２
１􀆰 ８５７８

４􀆰 ３８４６
１􀆰 ７２４１

－ ４５􀆰 ６０００
２􀆰 ４０００

－ ５􀆰 ８１００
０􀆰 ６４００

０􀆰 ００００∗∗∗

０􀆰 ５２２０

ｆａｒ
匹配前

匹配后

２２􀆰 ３９００
２２􀆰 １０００

２３􀆰 ４５１０
２２􀆰 １０４０

－ ９􀆰 ３０００
０􀆰 ００００

－ １􀆰 ２６００
０􀆰 ００００

０􀆰 ２０８０
０􀆰 ９９６０

ｅｄｕ
匹配前

匹配后

３􀆰 ６５８０
３􀆰 ６２６８

４􀆰 ４１４３
３􀆰 ５５００

－ １２􀆰 ６０００
１􀆰 ３０００

－ １􀆰 ８０００
０􀆰 １８００

０􀆰 ０７１０∗

０􀆰 ８５９０

ｂｕｓ
匹配前

匹配后

４􀆰 ９３８１
４􀆰 ９６５６

５􀆰 ２９９９
４􀆰 ８４６７

－ ７􀆰 ７０００
２􀆰 ５０００

－ １􀆰 ０１００
０􀆰 ３４００

０􀆰 ３１１０
０􀆰 ７３００

ｐｅｒｒｏａｄ
匹配前

匹配后

４􀆰 ６２５５
４􀆰 ６５６１

５􀆰 ７４６１
４􀆰 ６２３７

－ １３􀆰 ６０００
０􀆰 ４０００

－ １􀆰 ７０００
０􀆰 １５００

０􀆰 ０９００∗

０􀆰 ８７９０

ｍａｒｋｅｔｓｉｚｅ
匹配前

匹配后

１􀆰 １７１２
１􀆰 １７８９

１􀆰 ２９９４
１􀆰 １６４９

－ １２􀆰 ４０００
１􀆰 ３０００

－ １􀆰 ６９００
０􀆰 １８００

０􀆰 ０９１０∗

０􀆰 ８５３０

ｔｒａｎｓｐｏｒｔ
匹配前

匹配后

４４􀆰 ０４５０
４３􀆰 ９１１０

４５􀆰 ３１３０
４２􀆰 ８０８０

－ ３􀆰 １０００
２􀆰 ７０００

－ ０􀆰 ４７００
０􀆰 ３０００

０􀆰 ６３９０
０􀆰 ７６８０

联合检验 ｐｓｅｕｄｏ Ｒ２ ＬＲ ｃｈｉ２ ｐ ＞ ｃｈｉ２

匹配前 ０􀆰 １３７０ ２２１􀆰 １６ ０􀆰 ００００

匹配后 ０􀆰 ００２０ １􀆰 ３８００ ０􀆰 ９９８０

　 　 注：∗∗∗、∗∗和∗分别表示在 １％ 、 ５％和 １０％的显著性水平上通过显著性检验。
资料来源： 作者根据 Ｓｔａｔａ１４ 软件估计。

２􀆰 共同支撑检验

在估计平均处理效应之前， 还需进行共同支撑检验， 即检验倾向得分在处理组

和控制组中是否有足够大的重合区域即共同支撑区域， 以确保倾向得分匹配的有效

性 （Ｈｅｃｋｍａｎ ａｎｄ Ｅｄｗａｒｄ， ２００１）。 以产业结构为结果变量进行匹配时， 处理组和控

制组的样本量分别为 ２９７ 个和 １２７９ 个， 落在共同支撑域外的处理组和控制组的样

本量分别为 ７ 个和 ６６ 个； 以空间结构为结果变量进行匹配时， 处理组和控制组的

样本量分别为 ２９７ 个和 １２７４ 个， 落在共同支撑域外的处理组和控制组的样本量分

别为 ８ 个和 ７０ 个。 由此可见， 落在共同支撑域外的样本量很小， 倾向得分在处理

组和控制组中具有足够大的共同支撑域， 可确保倾向得分匹配的有效性和平均处理

效应的准确性。

７３

赵　 勇等： 东北振兴战略是否促进了经济结构调整？



（三） 平均处理效应

由以上平衡性检验和共同支撑检验可知， 匹配后的样本满足 ＰＳＭ⁃ＤＩＤ 方法的

前提假设条件 （包括条件独立分布假设和共同支撑假设）。 因此， 本文根据基准模

型式 （４） 分别以产业结构和空间结构 （即产业集聚） 作为结果变量进行回归，
得到东北振兴战略对经济结构的平均处理效应。 回归结果 （见表 ７） 显示， 东北

振兴战略既没有显著地优化东北地区的产业结构， 也没有有效地促进产业集聚

水平。

表 ７　 东北振兴战略对经济结构的平均处理效应

东北振兴

前控制组

东北振兴

前处理组

东北振兴前

控制组与处

理组的差分

东北振兴

后控制组

东北振兴

后处理组

东北振兴后

控制组与处

理组的差分

双重差分

检验结果即平

均处理效应

ｉｎｄｕｓｔｒｙｓｔｒｕｃ ０􀆰 ７５８０ ０􀆰 ９１００ ０􀆰 １５２０ ０􀆰 ７１８０ ０􀆰 ８８３０ ０􀆰 １６６０ ０􀆰 ０１３０

标准误 ０􀆰 ０１８０ ０􀆰 ０１５０ ０􀆰 ０２３０

ｔ 值 ８􀆰 ６０００ １０􀆰 ９７００ ０􀆰 ５８００

Ｐ ＞ ｜ ｔ ｜ ０􀆰 ００００∗∗∗ ０􀆰 ００００∗∗∗ ０􀆰 ５６３０

Ｒ２ ０􀆰 ０５００

ａｇｇｌｏ ３􀆰 ２９４０ １􀆰 ５６４０ － １􀆰 ７３００ １５􀆰 ６６４０ ７􀆰 ２４２０ － ８􀆰 ４２２０ － ６􀆰 ６９２０

标准误 １􀆰 ０３３０ ０􀆰 ８４２０ １􀆰 ３３３０

ｔ 值 － １􀆰 ６７００ － １０􀆰 ００００ － ５􀆰 ０２００

Ｐ ＞ ｜ ｔ ｜ ０􀆰 ０９４０∗ ０􀆰 ００００∗∗∗ ０􀆰 ００００∗∗∗

Ｒ２ ０􀆰 ０６００

　 　 注： ①∗∗∗、∗∗和∗分别表示在 １％ 、 ５％和 １０％ 的显著性水平上通过显著性检验。 ②以产业结构为结果变量

时， 参与匹配的样本为 ４２４１ 个， 其中处理组样本为 ６９３ 个， 控制组样本为 ３５４８ 个； 以产业集聚为结果变量时，
参与匹配的样本数为 ４１９６ 个， 其中处理组样本为 ７１７ 个， 控制组样本为 ３４７９ 个。

资料来源： 作者根据 Ｓｔａｔａ１４ 软件估计。

（四） 稳健性检验

１􀆰 采用产业结构和产业集聚的就业指标进行检验

为了保证上述结果的稳健性， 本文采用产业结构和产业集聚的就业指标进行稳健

性检验。 考虑到东北地区人口外流较为严重， 本文采用第二产业劳动力和第三产业劳

动力之和占总劳动力的比重来表示产业结构。 同时， 考虑到单位从业人员的统计口径

在 １９９８ 年发生了较大变化， 所以本文采用人口密度 （每平方公里的百人数量） 来表

示产业集聚。 选取产业结构和产业集聚的就业指标， 再采用 ＰＳＭ⁃ＤＩＤ 方法进行回归。
回归结果 （见表 ８） 表明， 东北振兴战略对东北地区的经济结构的提升依然没有显著

促进作用， 这与前文分析结果相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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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１７ 年第 ４ 期



表 ８　 东北振兴战略对经济结构的平均处理效应 （就业指标）

东北振兴

前控制组

东北振兴

前处理组

东北振兴前

控制组与处

理组的差分

东北振兴

后控制组

东北振兴

后处理组

东北振兴后

控制组与处

理组的差分

双重差分检

验结果即平

均处理效应

ｌａｂｏｒｓｔｒｕｃ ７７􀆰 ５７８０ ７８􀆰 ２０４０ ０􀆰 ６２５０ ９８􀆰 １２２０ ８８􀆰 ２８８０ － ９􀆰 ８３４０ － １０􀆰 ４６００

标准误 ０􀆰 ７５３０ ０􀆰 ６２５０ ０􀆰 ９７９０

ｔ 值 ０􀆰 ８３００ － １５􀆰 ７４００ － １０􀆰 ６９００

Ｐ ＞ ｜ ｔ ｜ ０􀆰 ４０６０ ０􀆰 ００００∗∗∗ ０􀆰 ００００∗∗∗

Ｒ２ ０􀆰 ２３００

ｐｏｐｄｅｎｓｉｔｙ ４􀆰 ２８３０ ２􀆰 ００２０ － ２􀆰 ２８１０ ４􀆰 ６６８０ ２􀆰 ０２９０ － ２􀆰 ６３９０ － ０􀆰 ３５８０

标准误 ０􀆰 １０９０ ０􀆰 ０９００ ０􀆰 １４１０

ｔ 值 － ２１􀆰 ０１００ － ２９􀆰 １９００ － ２􀆰 ５４００

Ｐ ＞ ｜ ｔ ｜ ０􀆰 ００００∗∗∗ ０􀆰 ００００∗∗∗ ０􀆰 ０１１０∗∗

Ｒ２ ０􀆰 ２４００

　 　 注： ①∗∗∗、∗∗和∗分别表示在 １％ 、 ５％和 １０％ 的显著性水平上通过显著性检验。 ②以产业结构为结果变量

时， 参与匹配的样本为 ４１８９ 个， 其中处理组样本为 ７０６ 个， 控制组样本为 ３４８３ 个； 以产业集聚为结果变量时，
参与匹配的样本数为 ４１８３ 个， 其中处理组样本为 ７０４ 个， 控制组样本为 ３４７９ 个。

资料来源： 作者根据 Ｓｔａｔａ１４ 软件估计。

２􀆰 反事实检验

运用 ＰＳＭ⁃ＤＩＤ 方法的一个假设前提条件是处理组与控制组具有可比性， 即如

果东北振兴战略没有实施， 则处理组与控制组之间的经济结构差异就不随时间发

生变化。 现有文献普遍采用反事实检验的方法对这一假设条件进行实证检验 （董

艳梅、 朱英明， ２０１６） 。 本文选取东北振兴战略实施之前的 １９９４ ～ ２００２ 年这一时

间段， 分别将 ２０００ 年和 ２００１ 年作为假设的振兴战略实施时间， 采用 ＰＳＭ⁃ＤＩＤ 方

法对其进行回归检验。 回归结果如表 ９ 和表 １０ 所示， 无论选择 ２０００ 年还是 ２００１
年作为假设的振兴战略实施时间， 振兴战略对产业结构和产业集聚的平均处理效

应都不显著， 即产业结构和产业集聚在处理组和控制组之间并不存在显著性差

异， 这在一定程度上验证了 ２００３ 年实施的东北振兴战略确实对地区经济结构调

整产生了影响， 并不是时间变动所导致的结果， 此稳健性分析与前文的分析结果

相一致。
（五） 结论解释

上述研究结果表明， 东北振兴战略对东北地区经济结构调整并没有产生显著的影

响。 其原因可能在于， 东北地区作为老工业基地， 其经济发展不同于一般落后地区，
尤其是不同于中西部欠发达地区。 东北地区实现振兴或转型升级的重点在于随着中国

在全球价值链的动态演进， 以及在全国产业雁阵分工动态变化的格局下， 实现东北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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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９　 反事实检验 （２０００ 年）

东北振兴

前控制组

东北振兴

前处理组

东北振兴前

控制组与处

理组的差分

东北振兴

后控制组

东北振兴

后处理组

东北振兴后

控制组与处

理组的差分

双重差分检

验结果即平

均处理效应

ｉｎｄｕｓｔｒｙｓｔｒｕｃ ０􀆰 ７２７０ ０􀆰 ８９９０ ０􀆰 １６２０ ０􀆰 ８２１０ ０􀆰 ９６６０ ０􀆰 １４４０ － ０􀆰 ０１７０

标准误 ０􀆰 ０２００ ０􀆰 ０２８０ ０􀆰 ０３５０

ｔ 值 ８􀆰 ０４００ ５􀆰 １０００ － ０􀆰 ０５００

Ｐ ＞ ｜ ｔ ｜ ０􀆰 ００００∗∗∗ ０􀆰 ００００∗∗∗ ０􀆰 ６１５０

Ｒ２ ０􀆰 ０６００

ａｇｇｌｏ ２􀆰 ５２９０ １􀆰 ３０００ － １􀆰 ２２９０ ３􀆰 ８６１０ ２􀆰 ０３００ － １􀆰 ８３１０ － ０􀆰 ６０２０

标准误 ０􀆰 ２２５０ ０􀆰 ３１４０ ０􀆰 ３８７０

ｔ 值 － ５􀆰 ４６００ － ５􀆰 ８２００ － １􀆰 ５６００

Ｐ ＞ ｜ ｔ ｜ ０􀆰 ００００∗∗∗ ０􀆰 ００００∗∗∗ ０􀆰 １２００

Ｒ２ ０􀆰 ０５００

　 　 注：∗∗∗、∗∗和∗分别表示在 １％ 、 ５％和 １０％的显著性水平上通过显著性检验。
资料来源： 作者根据 Ｓｔａｔａ１４ 软件估计。

表 １０　 反事实检验 （２００１ 年）

东北振兴

前控制组

东北振兴

前处理组

东北振兴前

控制组与处

理组的差分

东北振兴

后控制组

东北振兴

后处理组

东北振兴后

控制组与处

理组的差分

双重差分检

验结果即平

均处理效应

ｉｎｄｕｓｔｒｙｓｔｒｕｃ ０􀆰 ７３５０ ０􀆰 ８９６０ ０􀆰 １６１０ ０􀆰 ８３３０ ０􀆰 ９６９０ ０􀆰 １３６０ － ０􀆰 ０２５０

标准误 ０􀆰 ０１９０ ０􀆰 ０３５０ ０􀆰 ０３９０

ｔ 值 ８􀆰 ５７００ ３􀆰 ９４００ － ０􀆰 ６３００

Ｐ ＞ ｜ ｔ ｜ ０􀆰 ００００∗∗∗ ０􀆰 ００００∗∗∗ ０􀆰 ５２７０

Ｒ２ ０􀆰 ０６００

ａｇｇｌｏ ２􀆰 ７１３０ １􀆰 ３８５０ － １􀆰 ３２８０ ４􀆰 ２３６０ ２􀆰 ２０９０ － ２􀆰 ０２７０ － ０􀆰 ６９９０

标准误 ０􀆰 ２５３０ ０􀆰 ４８８０ ０􀆰 ５５００

ｔ 值 － ５􀆰 ２５００ － ４􀆰 １５００ － １􀆰 ２７００

Ｐ ＞ ｜ ｔ ｜ ０􀆰 ００００∗∗∗ ０􀆰 ００００∗∗∗ ０􀆰 ２０３０

Ｒ２ ０􀆰 ０４００

　 　 注：∗∗∗、∗∗和∗分别表示在 １％ 、 ５％和 １０％的显著性水平上通过显著性检验。
资料来源： 作者根据 Ｓｔａｔａ１４ 软件估计。

区动态比较优势的演进， 对已经充分发展的传统工业进行改造升级， 并积极培育

新产业和重塑竞争力， 由资本密集型的能源重化工业向以零部件为主的高端制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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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升级。 这一动态过程的关键是产业技术能力和区域自生能力的升级， 根本上取

决于知识和人力资本的升级， 应培育以知识和人力资本密集型的生产性服务业，
并通过生产性服务业的发展以及生产性服务业与传统制造业的融合发展， 来提升

制造业的效率和竞争力 （袁富华等， ２０１５、 ２０１６）。① 在东北振兴战略实施过程中，
政策设计的短期增长导向和大项目带动增长方式、 政策执行的选择性执行策略和

以邻为壑策略等因素导致了结构升级延滞。 尽管一些政策措施在东北振兴战略实

施初期是合适的和必要的， 但是在优惠政策减少及短期增长恢复的情况下， 没有

将政策实施的重点转向结构调整和转型升级， 特别是没有通过加快对科教研发部

门以及国有企业的改革来推动产业技术能力和区域自生能力的提升以及研发知识

和人力资本的升级。
１􀆰 区域政策设计的短期增长导向导致东北地区经济结构调整延滞

政策质量是决定一国长期经济增长的重要因素， 而政策质量和效力则取决于政策

的设计、 执行和监督 （大野健一， ２０１６）。 面对东北地区的经济困境， 在振兴战略实

施初期， 以短期脱困和 ＧＤＰ 增长为目标， 国家出台了包括投融资、 专项支持、 扩大

增值税抵扣范围等多项优惠政策。 这些政策的出台， 在短期内降低了东北地区众多国

有企业的经营成本和历史负担， 为企业结构调整和技术改造创造了良好的外部环境，
特别是这些政策措施暂时缓解了能源化工、 装备制造等传统工业的困难， 这一理念和

做法在当时的背景下无可厚非。 但是随着全国宏观经济的繁荣， 在东北经济出现明显

好转的情况下， 仍然没有将振兴的重点转到技术能力升级和区域自生能力升级上来，
这导致东北振兴战略难以兼顾长远的经济结构调整。

２􀆰 区域政策设计的大项目带动增长方式导致东北地区陷入结构调整陷阱和产能

过剩怪圈

在东北振兴战略实施初期， 按照比较优势， 同时出于国民经济产业体系完整性的

考虑， 东北地区投资建设了一批重化工大项目， 为短期拉动东北地区经济增长起到了

明显的作用。 但是能源化工项目在带来 ＧＤＰ 的同时， 也为产能过剩埋下了伏笔。 国

家对相关重化工业的过度投资， 使得东北地区产业结构进一步恶化， 并且这些重化工

业、 国防军工业从产业区域分工角度来看属于产业上游， 产业链条较短， 民营经济进

入壁垒较高， 不利于第三产业的发展和产业结构的调整。 随着中国发展阶段的转换，
工业化中期向工业化后期的转变， 包括钢铁、 煤炭等在内的重化工业以及基建、 房地

产等的长期需求峰值均已到来或即将到来， 以重化工为代表的主导产业在经济结构中

的需求、 占比、 利润水平均会出现显著的下降 （刘世锦， ２０１１）。 这一重大阶段性变

化， 使得长期需求不足和结构性产能过剩现象更加显现， 也更凸显了大项目带动增长

方式在产业结构调整方面的弊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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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当然， 从全球范围内来看， 老工业基地振兴是世界难题， 区域的兴起与衰落也有其客观规律。 例如，
美国铁锈地带的案例表明， 强行振兴不再具有比较优势的传统产业最终可能会导致失败。



３􀆰 区域政策执行的选择性倾向导致东北地区转型滞后

区域政策的有效性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其是否能够促进市场竞争， 也就是说最终

是否能够实现市场增进， 这要求区域政策管理得当和治理有效 （菲利普·阿吉翁

等， ２０１６）。 而政策设计、 管理和治理有效与否主要取决于政策制定者的利益结构

或政治均衡 （詹姆斯·罗宾逊， ２０１６）。 我国的区域治理大致采取 “中央决策、 地

方执行” 的事权划分模式， 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事权和财权的不对等、 责任和义务

的不对等， 导致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的利益激励相容性不足， 进而使得地方政府在

政策执行过程中的选择性执行现象非常普遍。 在东北振兴战略的多重任务中， 除了

经济增长目标外， 中央还对经济结构调整、 国有企业改革等有明确的要求。 在现行

的中央地方分权结构和晋升激励体制下， 地方政府出于自身利益更倾向于追求短期

增长而忽视结构调整等涉及长期发展的问题， 在推进市场化、 国有企业改革、 科教

研发等事业单位体制改革的力度偏弱。 在产业政策执行过程中， 地方政府倾向于选

择基建、 房地产、 能源重化工等有利于短期做大 ＧＤＰ 的产业， 基建和房地产行业的

发展产生资源诅咒效应和虹吸效应， 吸引了大量资本、 人力向房地产行业集中配

置， 导致产业升级的要素支持不足。 在改革政策的执行过程中， 选择易于改革的领

域， 使得国有企业改革滞后， 进而导致民营经济发展滞后和市场经济成长空间受到

较大限制。
４􀆰 区域政策执行的以邻为壑策略导致区域空间结构失衡

空间导向的区域倾斜性优惠政策和大量投资通常会带来经济增长和就业岗位增

加， 从而吸引人口和就业人员的涌入， 进而促进特定地区的发展 （Ｋｌｉｎｅ ａｎｄ Ｍｏｒｅｔｔｉ，
２０１４）。 从中国区域战略规划实践来看， 区域分工与协作是实现区域整体利益最大化

的重要前提。 但是东北地区地方政府竞争激烈， 在地区竞争中采取的市场分割和以邻

为壑竞争策略， 对要素流动、 产业空间布局、 城市结构、 区域空间结构等产生了较大

的影响。 在政府主导的资源空间配置模式下， 区域政策执行过程中的以邻为壑策略抑

制了要素的自由流动， 企业选址和再选址行为更多受政府政策的影响。 市场机制难以

发挥决定性作用， 导致产业空间分布集中度和经济密度过低。 同时， 政府主导下形成

的 “企业扎堆” 也并不是真正意义上的产业集群。 产业集群的匹配、 共享、 学习效

应并不明显， 尤其是学习效应， 也就难以发挥产业集群的规模效应、 网络效应、 结构

效应、 创新效应， 更不利于生产率的提高。 此外， 区域政策执行过程中的以邻为壑策

略， 在城市层面制约了城市的功能专业化； 在区域层面阻碍了 “中心城市以生产性

服务业为主、 外围城市以制造业为主” 的空间功能分工结构演进， 引起区域空间结

构失衡。

五、 结论与政策建议

东北振兴战略作为空间干预和区域援助的一项重要区域政策实践， 对其实施效果

２４

２０１７ 年第 ４ 期



的评价具有重要意义。 本文运用中国 １９９４ ～ ２０１５ 年地级市面板数据， 从长期结构调

整视角并利用 ＰＳＭ⁃ＤＩＤ 方法对东北振兴战略的政策实施效果进行了评价。 研究结果

表明， 东北振兴战略对东北地区的经济结构调整并没有产生显著的影响。 针对东北地

区发展过程中存在的问题以及东北振兴战略效果不佳的可能原因， 特别是考虑中国经

济结构调整和发展阶段转换的新背景， 在实施新一轮东北振兴战略时， 应着眼于东北

地区经济结构优化。 本文隐含的政策含义如下。
一是要注重区域政策设计的长期结构调整导向。 短期增长导向的区域政策设

计在取得巨大成效的同时， 弊端日益显现， 也难以适应未来区域发展的要求。 为

此， 在新一轮东北振兴战略实施过程中， 政策设计的理念和导向应突出长期结构

调整。 可以借鉴德国鲁尔地区、 美国铁锈地带等老工业基地振兴的经验， 特别是

要重视新技术革命的应用给老工业基地产业结构调整和地区发展模式转型带来的

机遇， 通过新技术的应用以及知识经济、 信息经济的发展来跨越传统转型和振兴

路径。
二是要改进区域政策设计的援助方式。 对于东北地区等老工业基地， 作为问题区

域或特殊区域， 其发展仍然离不开援助， 但是需要对援助方式进行改革和创新。 改变

过去以大项目投资为主的援助方式， 更多从深化改革、 促进经济体制转型、 加快市场

化进程和推进对外开放等领域， 给予特殊援助， 特别是通过与中央部委和东部发达地

区的对口援助合作， 在地方政府干部选拔交流、 发达地区改革发展方案等方面进行合

作和援助， 加快推进市场化进程。
三是要提高区域政策执行的到位性和协同性。 从过往区域政策来看， 多数区域政

策设计还是比较合理的， 政策效果不明显的重要原因在于区域政策的选择性执行或执

行不到位， 尤其当区域政策涉及改革、 创新、 结构调整等难度较大的任务目标时， 地

方政府往往倾向于选择恢复短期经济增长这种易于执行的任务而忽视难度较大的任

务。 为此， 在政策设计时， 应考虑上述政策目标在执行实施过程中的难度， 明确相关

区域政策目标和具体任务， 提高考核的科学性和合理性， 保证政策落实的可操作性。
同时， 应加快导致政策选择性执行的制度因素改革， 特别是推动新阶段中央地方分权

和晋升激励制度的改革， 改变中央政府对地方政府的激励导向和激励方式。 此外， 中

国已进入区域一体化与地区差距倒 Ｕ 型曲线的右半段， 推动区域协作和一体化不仅

具有必要性而且具有可行性。 因此， 在区域政策执行过程中， 应更加注重从较大范围

的区域空间来考虑区域政策的制定和实施， 提高区域政策实施过程中的协同性， 避免

出现以往的以邻为壑现象。
四是要完善区域政策执行的体制和制度保障。 区域政策执行的有效性和到位与

否， 与经济体制有很大的关系， 特别是与市场能否在资源配置中发挥决定性作用有着

密切的关系。 为此， 应着力推动东北地区经济体制改革， 积极促进政府职能转变， 全

面深化国有资本和国有企业改革， 真正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发挥决定性作用， 为区域

政策的有效执行和实施创造体制和制度条件。
３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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Ａｐｐａｌａｃｈｉａ Ａｍｅｒｉｃａ ａｎｄ Ｐｌａｃｅ⁃Ｂａｓｅｄ Ｐｏｌｉｃｙ ”，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Ｒｅｇｉｏｎａｌ Ｓｃｉｅｎｃｅ Ｒｅｖｉｅｗ， ３６ （ ３ ），
ｐｐ􀆰 ２６７ － ２９５􀆰

Ｒｅｙｎｏｌｄｓ， Ｃ􀆰 Ｌ􀆰 ａｎｄ Ｓ􀆰 Ｒｏｈｌｉｎ （２０１４）， “Ｄｏ Ｌｏｃａｔｉｏｎ⁃Ｂａｓｅｄ Ｔａｘ Ｉｎｃｅｎｔｉｖｅｓ Ｉｍｐｒｏｖｅ Ｑｕａｌｉｔｙ ｏｆ Ｌｉｆｅ
ａｎｄ Ｑｕａｌｉｔｙ ｏｆ Ｂｕｓｉｎｅｓｓ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Ｒｅｇｉｏｎａｌ Ｓｃｉｅｎｃｅ， ５４ （１）， ｐｐ􀆰 １ － ３２􀆰

Ｒｏｓｅｎｂａｕｍ， Ｐ􀆰 Ｒ􀆰 ａｎｄ Ｄ􀆰 Ｂ􀆰 Ｒｕｂｉｎ （ １９８３ ）， “ Ｔｈｅ Ｃｅｎｔｒａｌ Ｒｏｌｅ ｏｆ ｔｈｅ Ｐｒｏｐｅｎｓｉｔｙ Ｓｃｏｒｅ ｉｎ
Ｏｂｓｅｒｖａｔｉｏｎａｌ Ｓｔｕｄｉｅｓ ｆｏｒ Ｃａｕｓａｌ Ｅｆｆｅｃｔｓ”， Ｂｉｏｍｅｔｒｉｋａ， ７０ （１）， ｐｐ􀆰 ４１ － ５５􀆰

Ｗａｎｇ， Ｊ􀆰 （ ２０１３ ）， “ Ｔｈｅ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ｉｍｐａｃｔ ｏｆ Ｓｐｅｃｉａｌ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Ｚｏｎｅｓ： Ｅｖｉｄｅｎｃｅ ｆｒｏｍ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Ｍｕｎｉｃｉｐａｌｉｔｉｅｓ”，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ｓ， １０１ （１）， ｐｐ􀆰 １３３ － １４７􀆰

５４

赵　 勇等： 东北振兴战略是否促进了经济结构调整？



Ｄｏｅｓ ｔｈｅ Ｎｏｒｔｈｅａｓｔ Ｒｅｖｉｔａｌｉｚａｔｉｏｎ Ｓｔｒａｔｅｇｙ Ｐｒｏｍｏｔｅ
ｔｈｅ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 Ａｄｊｕｓｔｍｅｎｔ？
Ａ Ｓｔｕｄｙ Ｂａｓｅｄ ｏｎ ＰＳＭ⁃ＤＩＤ Ｍｅｔｈｏｄ

ＺＨＡＯ Ｙｏｎｇ， ＬＩＵ Ｊｉｎ⁃ｆｅｎｇ， ＺＨＡＮＧ Ｑｉａｎ
（Ｓｃｈｏｏｌ ｏｆ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ｓ ＆ 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 ｏｆ Ｎｏｒｔｈｗｅｓｔ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Ｘｉ􀆳ａｎ ７１０１２７， Ｃｈｉｎａ）

Ａｂｓｔｒａｃｔ： Ａｓ ａｎ ｉｍｐｏｒｔａｎｔ ｃｏｍｐｏｎｅｎｔ ｏｆ ｔｈｅ ｏｖｅｒａｌｌ ｓｔｒａｔｅｇｙ ｏｆ ｒｅｇｉｏｎａｌ ｃｏｏｒｄｉｎａｔｅｄ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ｉｎ Ｃｈｉｎａ， ｅｖａｌｕａｔｉｎｇ ｔｈｅ ｅｆｆｅｃｔｉｖｅｎｅｓｓ ｏｆ ｔｈｅ Ｎｏｒｔｈｅａｓｔ Ｒｅｖｉｔａｌｉｚａｔｉｏｎ Ｓｔｒａｔｅｇｙ
（ＮＲＳ） ｉｓ ｏｆ ｇｒｅａｔ ｂｅｎｅｆｉｔ ｎｏｔ ｏｎｌｙ ｔｏ ｏｂｊｅｃｔｉｖｅｌｙ ｕｎｄｅｒｓｔａｎｄ ｔｈｅ ｅｆｆｅｃｔｉｖｅｎｅｓｓ ｏｆ ｉｔｓｅｌｆ， ｂｕｔ
ａｌｓｏ ｔｏ ｔｈｅ ｅｆｆｅｃｔｉｖｅ ｉｍｐｌｅｍｅｎｔ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ｔｈｅ ｎｅｗ ｒｏｕｎｄ ｏｆ ＮＲＳ ａｎｄ ｏｔｈｅｒ ｒｅｇｉｏｎａｌ ｃｏｏｒｄｉｎａｔｅｄ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ｓｔｒａｔｅｇｉｅｓ 􀆰 Ｂａｓｅｄ ｏｎ ｔｈｅ ｐａｎｅｌ ｄａｔａ ｏｆ ２０２ ｃｉｔｉｅｓ ｆｒｏｍ １９９４ ｔｏ ２０１５ ｉｎ Ｃｈｉｎａ，
ｔｈｉｓ ｐａｐｅｒ ｅｖａｌｕａｔｅｓ ｔｈｅ ｅｆｆｅｃｔ ｏｆ ＮＲＳ ｉｎ ｐｒｏｍｏｔｉｎｇ ｔｈｅ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 ａｄｊｕｓｔｍｅｎｔ ｕｓｉｎｇ
ｔｈｅ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ｃｅ ｉｎ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ｃｅ⁃Ｐｒｏｐｅｎｓｉｔｙ Ｓｃｏｒｅ Ｍａｔｃｈｉｎｇ （ＰＳＭ⁃ＤＩＤ） ｍｅｔｈｏｄ􀆰 Ｏｕｒ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ｆｉｎｄ ｔｈａｔ ｔｈｅ ＮＲＳ ｉｍｐｒｏｖｅｓ ｎｅｉｔｈｅｒ ｔｈｅ ｉｎｄｕｓｔｒｉａｌ 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 ｏｐｔｉｍｉｚａｔｉｏｎ ｎｏｒ ｔｈｅ ｌｅｖｅｌ ｏｆ
ｉｎｄｕｓｔｒｉａｌ ａｇｇｌｏｍｅｒ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ｎｏｒｔｈｅａｓｔ ｒｅｇｉｏｎ ｏｂｖｉｏｕｓｌｙ􀆰 Ｔｈｅｒｅｆｏｒｅ， ｉｎ ｔｈｅ ｎｅｗ ｒｏｕｎｄ ｏｆ ＮＲＳ，
ｔｈｅ ｇｏｖｅｒｎｍｅｎｔ ｓｈｏｕｌｄ ｐａｙ ｍｏｒｅ ａｔｔｅｎｔｉｏｎ ｔｏ ｔｈｅ ｌｏｎｇ⁃ｔｅｒｍ 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ａｌ ａｄｊｕｓｔｍｅｎｔ ａｎｄ ｔｈｅ ｍｏｒｅ
ｅｆｆｅｃｔｉｖｅ ａｉｄ ｉｎ ｒｅｇｉｏｎａｌ ｐｏｌｉｃｙ ｄｅｓｉｇｎ􀆰 Ｉｔ ｉｓ ａｌｓｏ ｉｍｐｏｒｔａｎｔ ｆｏｒ ｔｈｅ ｇｏｖｅｒｎｍｅｎｔ ｔｏ ｉｍｐｒｏｖｅ ｔｈｅ
ｅｘｅｃｕ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ｃｏｏｐｅｒａｔｉｏｎ ｅｆｆｉｃｉｅｎｃｙ， ａｎｄ ｓｅｔ ｔｈｅ ｓｙｓｔｅｍ ａｎｄ ｍｅｃｈａｎｉｓｍｓ ｇｕａｒａｎｔｅｅｄ ｆｏｒ ｔｈｅ
ｒｅｇｉｏｎａｌ ｐｏｌｉｃｙ ｉｍｐｌｅｍｅｎｔａｔｉｏｎ􀆰

Ｋｅｙ Ｗｏｒｄｓ： ｔｈｅ Ｎｏｒｔｈｅａｓｔ Ｒｅｖｉｔａｌｉｚａｔｉｏｎ Ｓｔｒａｔｅｇｙ；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 ａｄｊｕｓｔｍｅｎｔ；
ＰＳＭ⁃ＤＩＤ ｍｅｔｈｏ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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